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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出海帆船规制的变化与适用＊

朱 勤 滨

［摘　要］清代前期对于出海帆船尺寸的限制，可从规制的变化与适用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在平定台湾
之前，清廷并未全面禁止船只下海，在某些时段或特定区域，办理了相关手续的合式船只允许出海，此期朝
廷主要以桅杆数量来控制船只的大小。台湾底定后，清廷放开海禁，但对沿海船只，在桅杆禁限之外又新
增了载重标准，国内沿岸贸易、捕鱼船以“五百石”为限，出国贸易洋船不受此约束。此后，桅杆限制流于具
文，梁头取代载重量成为官方控制船只大小的主要手段，“一丈八尺”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国内贸易商船，洋
船受其影响较小；至嘉庆后期，国内商船也摆脱了该制的束缚。海防与民生是清前期出海帆船规制变化的
双重制约因素，致使清廷在出海帆船规制与适用上呈现出内海、外洋有别，以及严宽不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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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规制，是指政府对船体的各种管理规定，包括尺寸大小、桅橹桨数、烙号涂饰等。江河湖海皆
有帆船，因海船流动空间广袤，难以约束，为防范风险，清廷对出海的民用船只尤为关注，出台了诸多
管控举措。帆船是开展海洋活动的载体，其规制之松紧，反映的是政府对海洋以及中外交流之态度，
关系渔业、交通、贸易之发展。鉴于此，研究清代海外贸易、中外关系、海疆海防、航运交通等领域的成
果，多会提及出海帆船规制。然而在有关的比较研究中，普遍将清朝的规制固化为“禁海”，或曰“限制
帆船尺寸”，以清廷议定的不许“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①、“海洋渔船，梁头不得过一
丈”、“商贾船只，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②这些耳熟能详的定限，来论证规制对清代帆船发展造成的消
极影响。鲜有研究者细致追问这些规制有无变化，以及如何变化？这些规制是否存在各自的适用范
围③？本文以船只尺寸规制为中心，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一　从桅杆到载重量的限制（１６４４—１６８３年）

清入关后，即奉行海禁政策。所谓“海禁”，不等于禁绝出海，而是指对下海作出一些规定或限制。
下海的禁限有宽有严，严格者便是禁止船只入海，甚至是将沿海民众迁往内地。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
制定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申明：“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
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
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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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政策（１６８４—１８４２）》，《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９辑，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１～３７６
页。上述研究皆认为清代存在大量逾越规制的出海帆船，除私越情形外，原因在于规制执行的变异与民间造船的突破。杨
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清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７４～８７页）一文指出，
渔船的违式行为，直接影响了定例的践行和修订。



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军不许扰害。”①也就是说，严厉惩处的对象是私自违禁下海者，申领
了号票文引、未带违禁物品的双桅以内帆船，是准许出洋的；海边有执照的单桅小船，可以在近岸采捕。

上述条例承自明制，主要是对出海帆船的桅杆数量进行限制。桅杆挂篷，乃海上帆船最为重要的
动力设置，桅篷过少，动力不足，难以带动大船远航，因而限定了桅杆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海船
的大小。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闽浙总督梁鼐在谈论桅杆的重要性时，有“漂洋者非两桅船则不能
行”②的说法。顺治朝通过对桅杆数量的规定来限定船只的大小，初步形成出洋贸易船只不超过两
桅、沿岸采捕小船许用单桅的规定。桅杆数量虽然会影响船只的大小，但仍存在变数，船户可通过船
速快慢、桅杆大小、帆篷尺寸来综合设计船只的长阔，只定桅杆数量，无法收到真正限制船只尺寸的功
效，这就为康熙朝从载重量、梁头方面作出规定埋下了伏笔。

清初循规出海的船只事实上是存在的，如顺治前期，朝廷为鼓励商船从海外贩铜，特谕：“凡商贾
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
供官用。有余则任其售于市肆，以便民用。”③直至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天津口还有船只领取照票后
出海贩运的情况。据当时的直隶总督李荫祖题报，天津船户郭自立、赵凤祥，置办海船“俱领号单”，揽
载客人陈应登和王相的药材前往山东。此事在地方官员的眼中不过是“出海觅利，亦寻常事耳”④。
即是说，合乎规定的海上商业活动，清廷是允许的。

只是当时东亚海权控制在郑成功之手，在其父郑芝龙时代，已是“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
来”⑤。因此，出海船只若没有申领郑氏令牌，可开展海外贸易的空间不大。而能下海贸易者，必然与
郑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势必会接济郑氏势力，干扰清廷对郑氏政权的清剿。为禁绝船只接济
海上抗清力量，从顺治十二年夏季起，清廷即下达了多道海禁敕令，尤以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六月出台的
敕谕最为严厉，“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⑥，对不遵令者处以极刑，船只合法下海的途径被彻底断绝。
闽东沿海沙埕关的呈报中就提到船只绝迹之情形：“当日定额征税者，全借南北商艘货物抵关往来贸
易，税银按季定额，历遵宪委征解。自海逆横行，奉旨禁海，商艘断绝。”⑦

清初由于官方海上力量无法胜任清剿任务，因而私越犯禁之船依旧横行。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
年），河道总督靳辅追述清初情形时言：“我朝定鼎之初，商民出洋者亦俱有禁，然虽禁不严，而商舶之
往来亦自若也。”⑧与此同时，郑氏力量却不见削弱，反而大举进犯江南。清廷遂于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年）将海禁强化到了极致，在沿海推行迁界，坚壁清野。至平定台湾之前，民间贸易船只已被禁绝，仅
在山东等远离前线之地，偶有小船采捕的记载。如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下谕：“青、登、莱沿海等处居
民，准令捕鱼外，若有借端捕鱼在沿海贸易、通贼来往者，照先定例处分。”⑨

郑氏将败之际，清廷的海禁力度已有所减弱，江南、山东、直隶一带已默许小船下海。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江南巡抚慕天颜在题请开海的奏疏中，就陈述了该地任由小船采捕已久的事实：“如谓闽
广方在用兵，江南不便开禁，则编筏捕鱼已久行而无弊矣，云台复业亦欢呼于淮北矣。近今庙湾小艇，
又许觅利于沿边，是闽广之禁虽未撤，而江南之开自无碍。”瑏瑠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被派往沿海查
勘复界事宜的钦差大臣金呀（金世鉴），也谈到海洋弛禁前江苏近海船只活动的情形：“查江省庙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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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贸捕，而狼山、福山又设官渡，听民来往过渡贸易，其余地方仍禁未开。”①

在山东，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给事中丁泰奏请开海禁。他说：“臣以为淮安迤南通大洋者，仍应
禁也，而庙湾、云台一带为山东门户者，应通行也。数百石大艘可通大洋者，仍应禁也，而一二百石之
小艇沿边行走者，应通行也。”②该疏获准。后人对此做有记载：“（日）照海口岸浅狭，仅泊小船。康熙
初严海禁，至十八年，邑人给事中丁泰奏请海边内港，议准通行。”③次年，鉴于地方实际，以及日渐增
多的奏请，康熙帝下旨：“直隶、山东、江南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准其沿海行走，不许通大洋。违者，照
例从重治罪。”④这体现了对沿海省份区别对待的特点。

总体来看，从顺治入关至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廷并没有全面地、全时段地禁止帆船出海，
初期海禁虽严格，但仍有合法下海的空间，只是通过规定桅杆数量来限制出海船只的大小，以便尚处
于弱小状态的清廷海上力量可以驾驭。直到顺治十三年之后，清剿郑氏政权处于关键阶段时，海禁才
转为严厉，大船被明令禁止出洋。后又在某些时段或特定区域允许一些单桅小船在近岸活动，但对这
些小船的载重量有所限制，诸如“一二百石之小艇”、“五百石以下”之船只，允许行之于北洋近岸海域。

二　“五百石”之规定适用有别（１６８４—１７０２年）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底定，朝廷着手东南复界与放开海禁，对出海帆船尺寸的管控，在桅杆禁限之
外，又新增载重标准，将原先行用于北方局部地区的五百石以下船只在大洋⑤以内行走的规定通行于
沿海各省。康熙二十三年议准：“凡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民人，情愿在海上贸易捕鱼者，许令乘
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
卫充军。”⑥这里“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的“海”指的应是大洋。雍正朝《大清会典》对此说得
更为清楚：“其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大船在大洋行走者，减为发边卫充军。”⑦亦即新增的“五百石”
标准是对活动在大洋以内的贸易、捕鱼船只而言的，也就是适用于国内沿岸的商船和渔船⑧。

当时朝廷已然许可帆船出大洋赴国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粤海关首任监督伊尔格图在拟订的
“开海征税则例”中指出：“国朝未禁海以前，洋船诣澳，照例丈抽，但往日多载珍奇，今系杂货，今昔殊
异，十船不及一船，请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东洋船亦照例行……其四省印烙船只，往外国贸易者，亦
照此例。”⑨“其四省”是指东南新开海禁着手设立海关的粤、闽、江、浙四省。朝廷允许四地船只出国
贸易，并为此制定征税办法。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年），浙江巡抚张鹏翮疏言：“出洋贸易船只，地方官
印烙，给以票照，许带军器出洋。乃有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有军器出入关口，既无印烙可据，
又无票照可凭，地方官难以稽查，请一概禁止。其暗带外国之人，偷买犯禁之物者，并严加治罪。”瑏瑠此
条讨论的是从内地前往国外贸易的洋船携带军器、外国人、禁物的管理问题，至于洋船贸易已是客观
存在。

从史料记载来看，还未发现此期清廷对出洋船只载重量的限制。“五百石”的规定，首先针对的是
沿岸贸易、捕鱼船，不适用于远洋航行的帆船。其次，每石以１２０斤换算，载重五百石的船体实际是

３０吨的小船。道光《厦门志》言：“计载五百石以下之船，梁头皆不过七八尺，即今之白底!渔船、渡船
皆是也。”瑏瑡此种小船，无论是抗风浪、续航能力，还是载货数量，都不足以用于正常的远洋贸易，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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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限制洋船？
梁头亦称含檀，是临近大桅的横木，它与各舱横梁的宽度以及船只的长度存在一定的比例关

系①，是清代建造帆船的关键参数。通过梁头丈量船宽，可以判断船只的载重量，故清廷将它作为征
收船税的重要依据。《厦门志》中说五百石以下的船只，梁头不过七八尺，而当时各地海关征收船税的
梁头标准都超出了这个尺寸，说明远洋贸易船不受“五百石”规定的约束。海关征税的梁头标准，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出洋帆船大小的许可范围。粤海关的船税征收标准，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中
有详细记载：

　　东洋第一等大夹板船，长七丈四五尺，阔二丈三四尺，长阔相乘，得十有八丈，征税银千四百两；第二等夹板

船，及乌白艚船，长七丈余，阔二丈一二尺，长阔相乘，得十有五丈四尺，税千一百两；第三等长六丈余，阔二丈余，

长阔相乘，得十有二丈，税六百两；第四等长五丈余，阔一丈五六尺，长阔相乘，得八丈，税四百两。康熙二十四年

题准酌减二分。西洋一等、二等、三等夹板船，均照东洋船例征收。西洋第一等船原征银三千五百两，第二等船

原征银三千两，第三等船原征银二千五百两，康熙三十七年均改照东洋例②。

除上述四类夹板船外，还有“本省出洋发各外国等大船”、“民间日用糊口贸易小船”等几类船只。该征
税办法中提到“康熙二十四年题准酌减二分”、“康熙三十七年均改照东洋例”，说明其形成于开海设关
之际。粤海关允许出洋的本国船只，如乌白艚船宽可达二丈一二尺。

闽海关税则订立的时间与粤海关大致相同，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闽海税务户部郎中瑚什巴
疏言：“闽省商贾贸易无丈船抽税之例，请照粤关一例丈抽。”③康熙帝虽未立即批准，但随后按梁头榷
征也逐渐成为闽海关的定制。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就记录了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以前闽海关船税征
收的梁头标准：“海船不除水沟丈量，梁头五尺以上至一丈，每尺征银五钱；一丈以上至二丈，一两；二
丈以上，二两。”④所谓“水沟”，是指船之两舷的宽度。为使甲板积水流到船外，船舷自内而外钻有出
水孔，形成水沟，其长度等于舷之宽度。计算船之宽度通常以舷内侧梁头为准，但有些时候或某些地
方会加上两舷。由上可知，经由闽海关出入的商船，其宽度含水沟在内可以是二丈以上，且没有上限。

江苏船税，“旧例量船之广狭，以定税之多寡，名曰梁头”⑤，征收平料银、加平料银、补料银、加补
料银。海关设立后，江省为统一征收标准，重新议定税则，成书于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的《江南通志》记
载道：“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户部照监督高璜供称量船征收则例，颁行各关。”⑥此处“各关”，理应包括
江苏海关。从则例具体内容看，将船只梁头分为七尺、八尺、九尺、一丈，直至一丈八尺数等⑦。这说
明江苏省出海商船，其梁头尺寸达到一丈八尺也是合法的。

综上所述，康熙年间开海设关之后，允许洋船从粤、闽、江、浙四省出国贸易，不受近海贸易捕鱼船
“五百石”载重标准的约束。虽未见对洋船尺寸的具体规定，但随着清廷对海上活动的进一步了解，梁
头逐渐成为衡量洋船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当时各地梁头标准多样，朝廷未予统一，也没有设
定最高限制。正是由于这种规制的模糊，以及其中存在的海上隐患，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清廷又
出台了船只梁头定限。

三　“一丈八尺”定限辨析（１７０３—１８０５年）

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对商、渔船尺寸做了明确区分：“海洋渔船，止许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商
贾船只，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⑧。梁头定限取代载重标准，主要缘于通过梁头可以推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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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例关系，可参阅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第１５０页。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八《户部关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６５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影印本，第８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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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一》，考五○七八。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四七《户部关税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２１册，第４９３页。
《巡视东城陕西道监察御史吴震芳谨题》（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１卷，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４５４页。

⑦　乾隆《江南通志》卷七九《关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０９册，第２９４、２９４～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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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的载重量，而且测算较为方便，况且当时各地已普遍依据梁头来征收船税和登记船只。此时的规制
中虽然还有桅杆数量方面的规定，但已流于具文，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廷废除了该项禁限，议准：
“商、渔船只，不分单双桅，悉从民便。”①因此，新定梁头规制成为清廷约束帆船大小的主要手段。这
里主要探讨最大定限的商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的规定是否适用于赴国外贸易的洋船？

该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陈希育在《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一书中，列述了与上文标准矛盾的官
方规定，海上诸多超过限制的船只，以及船户为应对规制而做出的种种调适，以此说明“远洋商船所受
的影响比较小”②。刘序枫亦有专文质疑四十二年所定标准，认为该办法不符合远洋航行实际，随后
官方在执行上默认民间对规制的突破，并相应放宽限制③。两位先生都指出了规制和具体落实间的
差异，以及规制不断放宽的趋势。下面我们将从规制区别适用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官方对出国贸易洋
船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梁头超过一丈八尺的帆船出洋有其合法的部分。

康熙四十二年清廷还议准了另一项规定：

　　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如一丈八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三丈者，许用舵水八十

人。一丈六七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二丈七八尺者，许用舵水七十人。一丈四五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

二丈五六尺者，许用舵水六十人④。

此条规中的“出洋贸易商船”即指出国洋船，如《厦门志》的编纂者在摘录上述新规时，即说此新规“似
指商船出贩外夷地者而言”⑤，与上文国内商船、渔船规定并行。在船只尺寸方面，虽然都要求商船、
洋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但对洋船有许可超出的空间。如规定中最高等级的“梁头连两披水沟”
的三丈之船，除水沟外远不止一丈八尺，福建总督郝玉麟曾在奏疏中提及：“商船梁头止就含檀量算，
除去两边水沟约有三四尺不算外，止报梁头一丈六七尺，其实梁头原不止此，以致多带水手偷渡。”⑥

以郝玉麟所说的水沟四尺、两边八尺计算，三丈宽的船除去两边水沟还剩二丈二尺。扣除梁头之后多
余的空间，或像郝玉麟说的仍旧是梁头，只是捏报短少，又或是船户将此空间改造，作为他用。广东就
有这种情况的报告，“澄海协禀称：潮属商民装造双桅船只，有私将梁头船身丈尺格外加增， 内又有
小 ，名曰假柜”⑦，以此规避则例，扩大船只容量。

商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定限之始作俑者乃闽浙总督金世荣。《东华录》记：“先是，兵部尚书金
世荣督闽时，谓出洋大船易以藏盗，奏定渔船禁用双桅，商船饬令改造，毋许梁头过丈有八尺。”⑧而后
获得清廷批准，康熙四十二年饬行沿海省份。此令对船商扰害匪浅，迫使原来合法贩运之大船不能出
洋，新造之船亦大受束缚，商人叫苦不迭。康熙四十六年五月，闽浙总督梁鼐将此情形上奏朝廷，请求
废止。其疏言：“商船不许过大，虑其越出外洋，或至为匪。然船大则商人之资本亦大，不肯为匪，且不
容无赖之人操驾。自定例改造，所费甚巨，皆畏缩迁延，其现已改造者，仅求合于丈有八尺之梁头，而
船腹与底或仍如旧，是有累于商，而实无关海洋机务。”⑨于是，康熙帝命大学士等商讨，最终废除该
制，其推行时间不长。梁鼐请废之举，不能确定是否适用于国内沿岸商船，但在此之后，“一丈八尺”的
规定对出国贸易洋船已不起作用，雍正、乾隆二朝也未见该限制，直到嘉庆朝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海盗
形势，才于十一年（１８０６年）重新提出执行这一规定。

我们可以通过文献中诸多梁头远超一丈八尺的正规出海船只加以考察。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
年）徐葆光出使琉球的册封舟，雇用的是浙江宁波的商船，其宽度都在二丈以上。其中，“一号船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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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６页。
卢坤、邓廷桢编，王宏斌校：《广东海防汇览》卷一六《方略五船政五》，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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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宽二丈八尺”，“二号船长十一丈八尺，宽二丈五尺”①。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周煌使琉球的册封
舟，选福州民船充用，“船长十一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五寸”②，梁头也超过了二丈。松浦章在《清代海
外贸易史研究》一书中，列述了多艘赴日唐船的长宽尺寸，其中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的宝德船，长
二十五间，宽五间（约二丈七尺）；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的元须船，长二十四间，宽五间二尺五寸（约二
丈八尺）③。据他研究，上述两艘船只的货主皆是官方选定的赴日办铜的民间商人，地方衙门和海关要给
这类船只开具专门的照票，其梁头超越一丈八尺是经官府核验且允许出口的，不是非法偷渡船只。

此外，从船只载重量来看，“一艘梁头一丈八尺的帆船，按原来的制式，只能载重２９８２石”④，进一
步改造后，可达三四千石。当时许多洋船的载重量都超过这一数量。福州将军新柱在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年）的奏折中提到：“在洋商船大者载货七八千石，其次载货五六千石。”⑤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年）
两广总督阿里衮的奏折中提到一位名叫林权的本港洋船商，自暹罗返回广州，载米五千一百余石⑥。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奏报，富商庄文辉、方学山从南洋分别附搭龙溪县郑吴兴船
带回米三千九百余石，海澄县黄顺祥船带回米五千二百余石⑦。这些船只除了运米，还带有其他货
物，由此推测其载重量可达七八千石。当时内地米价高涨，政府采取各种奖励和优惠措施，鼓励商人
从国外带米，上述奏报中的情况，皆是地方官为给这些商人请旨封赏而认真核验过的信息。由此可
见，当时官方许可出国贸易的诸多洋船，其载重量已远远超出梁头一丈八尺船的载重能力。

降至嘉庆前期，海上盗患严峻，朝廷以招抚为主要策略，没有立即禁止造大船。嘉庆五年（１８００
年），李鼎元前往琉球册封，所乘之船雇自民间，其尺寸虽略小于以往封舟，但梁头仍在二丈以上，“舟
身长七丈，首位虚艄三丈，深一丈三尺，宽二丈二尺”⑧。松浦章对此期赴日办铜船只也有统计，嘉庆
六年（１８０１年）的永兴号船，宽五间余（约二丈七尺）；七年（１８０２年）的金全胜船，宽七间（约三丈八
尺）；十二年（１８０７年）的永茂船，长三十八寻，宽十八寻（约九丈六尺）⑨。这些办铜船的宽度多在二丈
开外，有的甚至达三四丈。在权衡盗寇之患与经济民生时，前者还未跃升至首要地位，清廷依旧准许
建造和使用大型帆船。

四　梁头规制的重启与废除（１８０６—１８４２年）

随着蔡牵、朱 等海盗势力日益壮大，东南沿海深受荼毒，他们谋犯台湾，对清朝统治构成严重威
胁，清廷决定予以全力清剿。在此背景下，出海船只又受到严格控制。嘉庆十一年五月，福建巡抚温
承惠上奏，请求打造梁头二丈六尺的大型战舰以御海寇；并题请：“嗣后新造、拆造商船，梁头均以一丈
八尺为率，不许制造大船”，以防蔡牵劫取瑏瑠，接济匪逆。温氏条奏获准，成为闽省定例，被贯彻了十多年。

鉴于当时的形势，闽省对新造、拆造之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规定的执行还是较为严格的。从嘉
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发生在厦门的一桩造船案可见一斑。当时同安县收到报告，称厦门地方有私造梁
头一丈八尺以上的违禁大船，经核查确是实情。同安县将该案上报督、抚，请求扣留这些船只。福建
巡抚代理闽浙总督张师诚批复：“查各属商民置造船只，前经温部院具奏，饬禁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
今该商民陈进发等越邑领照购造船只，而梁头复任意加大，殊属违例，仰福建布政使即移兴泉永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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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详夺。”造船之人见事情败露，赶紧削改梁头，以“船只彼时过大，是因船匠截锯不能适合，并非有心
过大”为饰词，蒙混过关。再经复验，削裁之后的陈进发、陈合时等人的船只梁头皆在一丈八尺以内，
从而免受惩罚①。该案从知县到巡抚都是依据新定办法进行裁判，体现了对规制的落实情况。

重启的梁头定限不适用于此前已造成的帆船，仅在船只要拆造时，才遵从“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
的规定。此事可通过嘉庆十二年同安县一桩卖船案得以印证。广东澄海县商船户吴启万，有双桅商
船一艘，领澄海县澄字七百一十四号牌照和粤海关东易字一千四百五十六号关牌，梁头七尺九寸，配
舵工水手二十五名，“于上年正月间往江南生理，八月在彼置货回棹，在洋遭风，收入厦门，经文武关汛
挂验入口抛泊，兹利无力整驾，将船凭澳保议价，卖与同民和振万”②。同安县收到这一卖船请求，便
前往调查，量得“实在梁头三丈二尺”③。该县将这桩交易案报到省衙，巡抚张师诚对船只的梁头有所
疑虑，批示道：“该船梁头原报七尺九寸，现据该县遵例据实丈量，实在梁头三丈二尺，虽属旧有大船，
究系别省船只，今在闽省赏给和振万管驾，应否查照新船拆改梁头？”随后，福建布政使景敏回复：“查
温前院奏明现有大船无庸置议，如有置造及拆修船只，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今和振万承买吴启万
船只，虽系外省船只，究属旧有大船，现又无须修造，似应照例免其拆改梁头，以顺舆情，而安商旅。”④

布政使景敏对温承惠奏定的条例解释得很清楚，它不适用于已有的大船，因此和振万获准出洋贸易。
该船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从厦门挂验出口，往贩南洋单丹，十三年（１８０８年）回航途中遭风，收入广
东，是年获广东方面牌照，再次远贩南洋⑤。

清军在与蔡牵作战时，水师战舰往往不及海寇船大，影响了廓清海宇的进程。总统闽浙两省水师
的李长庚将此情上奏，希冀制造大船，他称自己“所坐之船为通帮最大，及并拢蔡逆之船，尚低五六尺，
是以不能上船擒捕，致被兔脱，殊为可惜”⑥。上文福建巡抚温承惠请求造大型战舰的奏折，也是为了
解决战船过小的问题。但是造大船需要时间，为解军务燃眉之急，只能转求民间大号商船。嘉庆二十
年（１８１５年），闽浙总督汪志伊全面回顾了嘉庆十一年至十五年的雇船情况：十一年所雇李荣华等三
十五艘船，梁头从二丈四寸至二丈八尺不等；十三年所雇金发宝等九艘船，梁头从一丈八尺到二丈八
尺；十四年添雇刘益成等十二艘船，梁头在一丈七尺九寸到二丈九尺五寸之间；十五年（１８１０年）又雇
叶胜顺等五艘船，梁头分别为一丈八尺与二丈八尺⑦。这些雇船资料也说明嘉庆十一年以前民间建
造梁头一丈八尺以上的商船有其合法性，新规定实施后，原有梁头过大之商船仍准航行。所雇船只的
变化还证实梁头定限束缚了闽省对于大船的制造，第一次雇用的大号商船梁头都在二丈开外，但在禁
令之下，原有的二丈以上的大船已随时间推移而减少，民间非法私造的大船又不敢走上台面，因此官
方调用的大型商船也与之锐减。第二次征用的九艘大号商船中，已有一艘梁头为一丈八尺。十四年
雇用的船只一半是一丈八尺，到了十五年这个比例已达五分之四⑧。

由于限制帆船梁头束缚了海洋活动的开展，推行数年后，便有地方官员提议更改。嘉庆十四年正
月，时任福州将军的赛冲阿在应对漳、泉二郡米价昂贵问题时，认为以往二地可通过高大商船从台湾
贩米而来，米价不至过高。现今船只过小，又不能配备军器，一遇海盗只能束手就擒，毫无抵抗能力，
故商民皆畏惧出洋，市面上失去台湾米粮这一来源，造成价格难以抑制。为此，他奏言：“刻下蔡逆实
已穷蹙，可否仍准用高大梁头，并配带火药、器械？”⑨嘉庆帝以盗氛未靖，军器和米谷有被劫取的风险
为由，不同意造高大船只出海。

蔡牵等大股海上势力覆灭之后，为了打破困境，官民都要求废除梁头定限。闽省山多地少，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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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以海为生，“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①，多年对帆船尺寸的限制，损害了海洋人
群的利益，“该省商民，以船小不能重载，难涉风涛，多致失业”②，民间叫苦连天。官方则因缺少大船，
配运台湾米谷日益减少，台运米谷积压成为老大难问题，嘉庆十五年已高达十五万石③。有鉴于此，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闽浙总督董教增上奏朝廷，请求废除海船梁头规定。奏折中提到：“闽省商
民置造海船，大小本无限制，嗣因洋匪滋事，劫坐商船，奏明商民造船，只以一丈八尺为准，原属一时权
宜之计。”现在洋面肃清，念及百姓生计，“并官运兵粮，亦多积压”，请予免除造船禁限。嘉庆帝权衡后
批准了董教增的奏请，下达谕令：“嗣后商民置造船只，梁头丈尺，照前听民自便，免立禁限，仍报官给
照验烙放行，其配载米谷，亦令查明旧章，如数配运，毋任积压。”④自此以后，不惟出国洋船，国内沿岸
商船也都不受梁头限制。但丈量、登记梁头尺寸的做法仍在继续进行，主要原因有：一是为防止造船
申报与造成之船不符的捏报行为，二是海关征税需要，三是赴台船只依其大小确定配谷数量。

禁限放开以后，梁头超过一丈八尺的大型帆船又层出不穷。如，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赴日的金得
泰船，长十二丈，宽四丈；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十一月赴日的金太平号，长二十五间，宽七间（约三
丈八尺）⑤。《厦门志》中亦有不少大船之记录，横洋船“船身梁头二丈以上”，贩艚船“船身略小，梁头
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余不等”⑥。又有“洋船即商船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载万余石，小
者亦数千石”⑦。《福建省例》中收录了一份道光三年饬行全省的“洋政条款”，对造船捏报梁头的行为
都予以宽免，并特别强调：“梁头丈尺，不必过于拘泥，以免纷扰也。”⑧

在外国人的笔下也可以看到中国帆船的情形。１８３０年，浙江、江苏两省“与暹罗通商的船只计廿
四艘，都是大船；与安南通商者计十六艘，其船亦大；连同与菲律宾通商者五艘，共计四十五艘。这些
船只共计载重当不下一万七千吨”⑨。据此可知，每船平均载重将近３８０吨，也就是说这些远洋船只
的载重量多为六七千石。还有记录为万石船者，“前往婆罗洲、孟加锡、巴达维亚以及苏禄群岛去的福
建帆船都是最大型的，其中有的载重达一万二千担”瑏瑠。

由上可知，嘉庆中期为防止大船为海盗所用，重新启用“一丈八尺”的规制来限制新造、拆改的船
只。随着大股海盗被剿灭，为顺应官方与民间制造、使用大船的强烈诉求，朝廷再次废除该项规定。
嘉庆后期至道光朝，“一丈八尺”不但不适用于洋船，国内沿海商船也逐渐摆脱其束缚。此时登记船只
梁头尺寸，更多的是为了防止捏报，便于征税、配谷等事宜。

五　结　　语

通过对清代前期出海帆船尺寸规制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清廷对船只大小的管控，从限制桅杆
数量，到增加载重量、梁头尺寸方面的限定，管制对象的选取，反映了官方对影响船只大小的关键要素
的认识的变化，其趋势更贴近船只实际。然而，定限设置以后并非一成不变，标准趋严通常是官方为
了加强应对来自海上的挑战，标准放宽则是官方从经济民生角度的考虑。全面看待清代出海帆船规
制，需认清规制存废递嬗的整体过程，不能仅局限于禁限出台时的情形。与此同时，清代帆船尺寸规
制显然存在区别适用的情况。诸如“载重五百石”、“梁头一丈八尺”的限制主体主要是国内沿岸航行
的商、渔船，出国贸易洋船大体不受其约束，甚至沿岸商船也渐渐被允许逾越定限。已有的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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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将规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帆船，实缘于清廷相关规条没有进行细致区分，以致难以辨识。我们需
要通过大量过限船只合法出入的既定事实，去研判相关规定的具体指向，从而确定官方在大型帆船出
洋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不能将海上航行的所谓过限大船都定性为私越偷渡，也不能
将其完全归因于规制执行中的变异，还要看到其中也有合法出海的部分。

讨论清代帆船尺寸规制，自然避不开“清代船只大小规模及其衰落”问题。从官船层面来看，清代
没有宋明时期为使节出访特地建造的巨舰，诸如宋代徐兢出使高丽所言之神舟，明代郑和下西洋所用
之宝船。该类船只的建造有其特殊性，不适合用于凸显清代帆船的衰弱，此处应聚焦的问题是清代为
什么不再打造巨型帆船出使？具有可比性的是在民间层面，研究者普遍以尺寸限制来论述清代帆船
的衰弱，不可否认，最大定限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帆船的发展，但也要明确相关规制存在变化和
适用范围，民间有建造超过载重“五百石”，或是梁头“一丈八尺”帆船的合法空间。清代海上航运一直
存在单体七八千石，乃至过万石的大型帆船，与前代民间的“万石船”相比并不逊色①，总体规模比以
往还有所进步②。所以，不宜将清代帆船衰落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尺寸的制约上。研究“清代帆船衰
弱”这一议题，既要综合比较前代以及同期世界帆船之实况，还要梳理这种认识的建构过程，需另撰专
文予以探讨。若仅孤立地引用几条清代帆船尺寸规制，试图说明清代不能像前代一样制造大型帆船
出海，从上文分析可知，这种观点似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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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代民船有载重万石者，如宋人张舜民《画墁集》卷八即记有万石船，“米载一万二千石”（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年
版，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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